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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员工的情绪易感性如何以及何时影响他们的工作拖延行为。本文通

过问卷调查，对 659 份有效员工样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情绪易感性对职场孤独感的两个

维度：情感剥夺与组织成员身份缺失均存在有显者的负面影响关系；情境变数之一，自我监控

的两个维度：自我呈现与表情敏感也都显者负向调节上述的两段直接关系；情境变数之二，领

导成员交换则是分别显者负向调节情感剥夺与组织成员身份缺失对工作拖延之间的影响关系  

本研究告知管理者，适当的提高员工易感性有助于员工获得人际关系，而领导与员工的关系越

好，越能减少工作拖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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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how and when employees’ susceptibility to emotional contagion 

affects their work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This article analyzed 659 valid employee samples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susceptibility to emotional contagion negatively affects emotional 

deprivation and social companionship (two dimensions of workplace loneliness).  Moreover, in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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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the ability to modify self-presentation and sensitivity to the expressive behavior of others, two 

dimensions of self-monitoring, also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moderate the above direct relationships. In 

another situation, the leader-member exchange negatively moderat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emotional 

deprivation, social companionship, and work procrastinatio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ncreasing employee 

susceptibility to emotional contagion can impro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 stronger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s and employees can reduce work procrastination.

Keywords: Susceptibility to Emotional Contagion, Workplace Loneliness, Self-monitoring, Leader-

Member Exchange, Work Procrastination

引言

	 研究背景

	 工作拖延 (Work Procrastination) 的后果不仅会让员工产生负面的情绪，还会降低员工的 

工作绩效 (Work Performance) (Ahmad & Hussain, 2020; Saman & Wirawan, 2021)。在职场中，每 

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时间段进行拖延 (Shin & Grant, 2021)。根据研究调查显示，约有 80-95% 

的大学生承认有拖延的现象，进入职场后，仍然有 20% 的人有长期拖延的行为 (Shin & Grant, 

2021)。因此，拖延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话题 (Metin et al., 2019; Steel, 2010)。过去的研究指 

出，员工总是喜欢不断的拖延事情，尽管员工已经预知到不好的结果，但员工仍然会推迟完成 

(Steel, 2007)。这种行为通常会与消极的工作结果有关，对组织造成不利的影响 (Metin et al.,  

2019)。从管理的角度来看，管理者应该找出工作拖延原因，并减少员工的这种破坏性行为

(Chauhan et al., 2020; Sharma & Sharma, 2021)。

	 为更清楚的了解员工产生拖延的原因，本研究从情绪方面理解对工作拖延的影响  

(Sharma & Sharma, 2021)。工作拖延常常被忽略的原因有个性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价值 

观 (Values) 与任务特征 (Task Characteristic)三个方面 (Sharma & Sharma, 2021; Chauhan et al.,  

2020; Steel, 2007)。令人意外的是，情绪也会对员工的拖延行为产生影响 (Feyzi Behnagh &  

Ferrari, 2022)。然而，情绪易感性 (Susceptibility to Emotional Contagion) 是指员工容易受到他 

人情绪影响的程度 (Verbeke, 1997)。当员工与他人互动时，他们的情绪和行为都会受到影响 

(Barsade et al., 2018)。因此，引出研究问题：情绪易感性如何影响员工的工作拖延？

	 为探讨情绪易感性与工作拖延的内部机制，本文引入情感剥夺 (Emotional Deprivation) 与

组织成员身份缺失 (Social Companionship) 进行解释，提供更深层次的理解。情感剥夺反映出 

员工在组织中，感到情感上被孤立或被忽视的情况，而组织成员身份缺失反映出，员工对组织

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足 (Wright et al., 2006)。情感剥夺与组织成员身份缺失是员工体验到的一 

种独特的情绪，由于工作场所竞争的加剧，使他们越来越难建立社会关系 (Firoz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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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ght et al., 2006)。由于缺乏领导或同事的尊重，孤独的员工会感到痛苦，并对自己做出消极 

的评价，这会导致员工做出一些消极行为 (Rokach, 2014)。因此，本研究将情感剥夺、组织成 

员身份缺失作为联系情绪易感性与工作拖延的桥梁。

	 此外，本研究对工作拖延的干扰方面提出不一致的看法，认为自我监控 (Self-Monitoring) 

与领导成员交换 (Leader-Member Exchange) 是合适的干扰因素。为了阐述员工情绪易感性与工

作拖延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 De Clercq et al. (2022) 提出的理论框架，认为资源枯竭与工作拖 

延有关。自我呈现 (Ability to Modify Self-Presentation) 与表情敏感 (Sensitivity to Expressive  

Behavior of Others) 是员工自身的一种资源，可以帮助员工在社交中，获得更多的其他资源

(Hobfoll, 2001)。此外，领导成员交换可以获得支持性的资源，来应对资源的枯竭 (De Clercq et al.,  

2022)。员工可以借助这些资源缓解资源匮乏的困境，减少自身的消极行为 (Hobfoll, 2001)  

因此，情感剥夺、组织成员身份缺失与领导成员交换有助于理解情绪易感性与工作拖延之间的

关系。本研究从资源的角度切入，探讨出情绪易感性与工作拖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加深学者

对工作拖延的理解，丰富对工作拖延的研究。

研究目的

	 工作拖延行为是员工故意推迟预期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导致工作任务无法按时完成，这

会对员工的生活、工作和组织发展产生影响 (Bolden & Fillauer, 2020)。工作拖延产生的原因有

很多，而资源枯竭是关键的因素 (De Clercq et al., 2022)。本文通过文献回顾，从资源保存理

论的角度出发，构建出情绪易感性对工作拖延产生影响的理论模型。首先，探讨情绪易感性如

何通过情感剥夺与组织成员身份缺失，来影响工作拖延。同时，本研究还在比较不同的自我呈

现与表情敏感下，情绪易感性对情感剥夺与组织成员身份缺失的影响是否会产生差异。最后  

本研究还在探讨不同领导成员交换的员工，是否会导致情感剥夺与组织成员身份缺失对工作拖

延的影响产生差异。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情绪易感性如何通过情感剥夺与组织成员

身份缺失来影响工作拖延，以及来自自我呈现、表情敏感与领导成员交换的影响。本研究预计

情绪易感性会通过增加员工的人际关系，从而减少工作拖延行为。在这过程中，自我呈现与表

情敏感有助于增加人际关系，而领导成员交换有助于缓解员工的工作拖延行为。通过研究，本

文有助于理解情绪方面对工作拖延的探索，解开情绪易感性与工作拖延的内部谜团，丰富相关

研究。从管理实践来看，告知企业管理者适当的易感性能促进员工之间的关系，而领导与员工

的关系越好，越有助于减少工作拖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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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理论基础

	 资源保存理论的核心是当个体遭受到资源损失的威胁、资源损失时，个体就会及时止 

损，保存自己拥有的资源 (Hobfoll, 2001; De Clercq et al., 2022)。资源保存理论是探讨个体如何 

获取、维持和恢复所需资源，并且在面对资源损失时如何应对 (Hobfoll, 2001; De Clercq et al., 

2022)。这些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如金钱、物质财富）、个人资源（如时间、能力）、社会资

源（如社会支持、人际关系）和情感资源（如情感支持、自我价值感）等 (Hobfoll, 2001)。资

源保存理论一共有两个效应：资源丧失效应与资源增值效应。资源丧失效应是指资源匮乏的个

体很难从其他地方获得新资源，同时在面临资源损失时，会丧失更多的资源。资源增值效应是

指资源充沛的个体更容易从其他地方获得新资源，且个体在面临资源损失时，会减少资源的损

失 (Hobfoll, 2001)。

	 本研究通过资源保存理论的观点，来解释各变量之间的关系。首先，情绪易感性是一种

心理资源，通过资源增值效应，更容易获得其他资源，例如人际资源，以此来减少情感剥夺与

组织成员身份缺失。其次，自我呈现与表情敏感是员工的一种资源，能帮助员工在社交场合搜

集更多信息与改变行为，进一步增强员工获得的人际资源。最后，情感剥夺与组织成员身份缺

失高的员工，会因为人际资源的缺失，通过资源丧失效应，从而保存自身的资源，不愿意将资

源投入到工作中，所以会产生工作拖延。而领导成员交换高的员工能获得较多的资源，有助于

弥补员工资源缺失的困境。因此，会缓解员工的工作拖延。

	 情绪易感性与情感剥夺

	 情绪感染是接触或观察他人情绪的结果，但对不同的员工而言，情绪感染的程度会不同 

(Barsade et al., 2018)。员工在工作中的情绪变化会直接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与工作表现 

(Ekanayake & Weerasinghe, 2019)。情绪易感性高的员工，更容易受到他人情绪的影响 (Verbeke, 

1997)。例如员工感知到身边的同事很快乐时，员工也会感觉到快乐。这样结果是员工的情绪 

会与他人的情绪逐渐相同，更容易建立、维持和巩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Kelly & Barsade,  

2001)。值得注意的是，情绪易感性是情绪自我调节的过程，情感的诱导促进了群体和关系的 

建立 (Borawski et al., 2021)。从资源保存的角度来讲，情绪易感性被视为一种心理资源，而资 

源丰富的员工可以理解他人的情绪，从而获得更多的人际资源 (Hobfoll, 2001)。因此，会减少 

员工的情感剥夺。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1：情绪易感性对情感剥夺有负向影响。

	 情绪易感性与组织成员身份缺失

	 情绪易感性的员工往往更善于关注和解释他人的情绪表达，他们认为自己与他人是相互 

联系的 (Elfenbein, 2014)。在互动中，情绪易感性高的员工更有可能让与他交流的人感到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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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使其愿意分享更多的信息 (Verbeke, 1997)。例如员工的情绪易感性越高，对主管的眼睛  

身体和面部表情等就越敏感，这有助于员工感知到主管的情感支持和参与到情感工作中 (Jia & 

Cheng, 2021)。除此之外，情绪易感性高的员工更可能与组织中其他成员建立和保持人际关系

(Kelly & Barsade, 2001)。然而，从资源保存的角度来讲，情绪易感性被视为一种心理资源，而

资源丰富的员工可以理解他人的情绪，从而获得更多的人际资源，可以更好的与组织人际网络

相关联 (Hobfoll, 2001)。因此，会减少员工组织成员身份缺失。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2：情绪易感性对组织成员身份缺失有负向影响。

	 情感剥夺与工作拖延

	 员工缺乏亲密情感承诺或满意的人际关系，导致自身的情感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就会产 

生情感上的孤独 (Weight et al., 2006)。感知到情感剥夺高的员工会与同事保持距离，有一种普 

遍的空虚感 (Deniz, 2019)。这样的员工会对其他组织成员采取回避态度，减少对组织认同感  

导致工作绩效降低 (Ozcelik & Barsade, 2018)。值得注意的是，员工对人际关系质量的不满意  

可能会使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降低，从而降低工作执行力 (Bareket-Bojmel et al., 2023)。从资源保

存的角度来讲，情感剥夺高的员工人际资源匮乏，当员工在工作中消耗资源来应对工作中的困

难时，员工的资源不足，会及时保存自身的资源 (Hobfoll, 2001)。因此，员工更容易产生工作

拖延，来应对资源的损失。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3：情感剥夺对工作拖延有正向影响。

	 组织成员身份缺失与工作拖延

	 组织成员身份缺失的表现是员工不参与组织的社会网络，也不认为自己是组织社会网络 

的一份子 (Weight et al., 2006)。这样的员工不参加社交活动，不与他人沟通，与组织中的其成 

员产生疏离感 (Deniz, 2019)。然而，在组织中，员工会通过社交关系来交换重要的资源与信 

息，如果缺乏资源与信息的交换，组织成员身份缺失的员工就不太可能有效地完成工作 (Lam  

& Lau, 2012)。从资源的角度来讲，组织成员身份缺失的员工不愿意参加社交活动，缺乏人际 

资源和组织中的资源，导致员工很难获得新资源。当员工面临资源的损失时，员工会保存自身

资源 (Hobfoll, 2001)。因此，员工为了保存资源和恢复自身资源，更容易产生工作拖延，来应

对资源的损失。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4：组织成员身份缺失对工作拖延有正向影响。

	 自我呈现在情绪易感性与情感剥夺、组织成员身份缺失之间的调节作用

	 自我呈现是员工在社交场合中，可以调整自身表现的一种能力 (Snyder, 1974)。自我呈现

高的员工能根据不同的环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与公共形象，较少依赖于个性、态度或价值观

(Kudret et al., 2019)。在人际关系中，高自我呈现的员工倾向于印象管理行为，如关注他人的 

人际关系需求、迎合他人的需求等 (Oh et al., 2014)。例如员工心情不好时，员工也会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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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来迎合和加入群体，有利于人际关系。从资源保存的角度来讲，自我呈现是员工的社 

交能力，属于自身的一种资源，而这种丰富的资源有助于员工获得人际方面的资源 (Hobfoll,  

2001)。因此，员工在社交场合中，更容易发挥其优势，结交更多的朋友，获得更多的人脉资

源，所以自我呈现会加强情绪易感性与情感剥夺、组织成员身份缺失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  

提出以下假设：

	 H5：自我呈现在情绪易感性与情感剥夺之间有负向调节作用。

	 H6：自我呈现在情绪易感性与组织成员身份缺失之间有负向调节作用。

	 表情敏感在情绪易感性与情感剥夺、组织成员身份缺失之间的调节作用

	 表情敏感是员工在社交场合中，更容易识别他人表情的意义，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Snyder, 

1974)。表情敏感高的员工更容易识别情境中的线索，获得有用的信息 (Lennox & Wolfe, 1984; 

Kudret et al., 2019)。在员工遭受情绪感染时，使员工更容易获得他人的表情、非语言表达等线

索。这样的结果是员工受到的情绪感染更强，那么感染后的结果就越明显。值得注意的是，高 

表情敏感的员工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有利于促进员工与组织社交网络之间的关系 (Kudret  

et al., 2019)。从资源保存的角度来讲，表情敏感是员工的内在资源，能帮助员工及时获得他人的 

信息，有助于获得人际资源 (Hobfoll, 2001)。因此，表情敏感会加强情绪易感性与情感剥夺、组

织成员身份缺失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7：表情敏感在情绪易感性与情感剥夺之间有负向调节作用。

	 H8：表情敏感在情绪易感性与组织成员身份缺失之间有负向调节作用。

	 领导成员交换在情感剥夺与工作拖延之间的调节作用

	 在组织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领导者会根据与下属之间的关系，形成不同质量的交换

关系 (Graen & Uhl-Bien, 1995)。在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中，领导会给予下属更多的工作

自主权 (Job Autonomy) 和工作资源 (Dulebohn et al., 2012)。从资源保存的角度来讲，领导成员

交换关系可以被视为员工与工作相关的条件资源 (Kong & Ho, 2018)。领导成员交换高的员工会 

获得资源，这种资源可以弥补员工人力资源匮乏的情况，使员工的资源得到有效的补充，使员

工更有动力克服工作中的困难与障碍 (Hobfoll, 2001; Kong & Ho, 2018)。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

换更有可能使员工控制和解决问题，从而缓解员工的回避行为 (Kong & Ho, 2018)。因此可以 

认为，领导成员交换减弱了情感剥夺与工作拖延、组织成员身份缺失与工作拖延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9：LMX 在情感剥夺与工作拖延之间有负向调节作用。

	 H10：LMX 在组织成员身份缺失与工作拖延之间有负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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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做出本文的研究框架图（见图 1）。

情绪易感性 工作拖延

情感剥夺

组织成员

身份缺失

自我呈现 表情敏感 领导成员交换

H1(-)

H2(-)

H3(+)

H4(+)

H5(-)

H6(-)

H7(-)

H8(-)

H9(-)

H10(-)

图 1 研究框架图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组织中的办公室员工，原因是办公室的员工常常会发生工作拖延  

由于工作拖延的特殊性，在比较灵活的工作环境中，员工更容易发生工作拖延 (Vveinhardt & 

Sroka, 2022)。有些员工在办公室进行拖延，而有些员工在外面工作也会拖延。通过比较办公 

室员工与非办公室员工对工作拖延的影响，发现办公室员工会表现出更多的工作拖延 (Hen  

et al., 2021)。同时，本文对所有类型企业的办公室员工进行调查，原因是不同行业的办公室员工 

都存在工作拖延的问题 (Metin et al., 2019)。这类员工的工作特性相似，在工作中不易被监 

督，且大部分员工的工资较为固定，拖延与不拖延不会对薪资产生影响，容易发生工作拖延  

因此，本研究旨在调查所有类型企业中的办公室员工。根据实际的走访调查，杭州市的办公室

员工常常会出现工作拖延的问题。其次，在同行业中，杭州市的企业结构与其他地区类似。最

后，根据研究资源的有限性，最大程度的联系到杭州地区的办公室员工进行调查。

	 本文通过对杭州市 1108 名办公室员工进行调查，剔除填写时间短、填写答案一致与在室 

外工作的这部分问卷，实际保留 659（59.5%）份有效问卷。被调查者是自愿参与此次项目  

并保证对他们的回答保密。其中男性有 323（49%）人，女性有 336（51%）人；21 岁到 30 岁

有 267（40.5%）人，31 岁到 45 岁有 202（30.7%）人，45 岁以上有 190（28.8%）人；大专及 

以下有 339（51.4%）人，本科有 232（35.2%）人，硕士有 88（13.4%）人；一线工作者有  

432（65.6%）人，基层管理者有 137（20.8%）人，中层管理者有 90（13.6%）人；工作年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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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下的有 89（13.5%）人，1-3 年（不包括 3 年）的有 208（31.6%）人，3-5 年（不包括 5 

年）的有 199（30.2%）人，5-10 年（不包括 10 年）的有 134（20.3%）人，10 年以上的有 29 

4.4%）人。

	 抽样方法与问卷发放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便利抽样的方式获得样本数据。为降低便利抽样可能产生

严重的误差，本研究在收集数据的时候不会在同一时间发放问卷，而是间隔一段时间再进行数

据收集。其次，不要让管理者强制命令员工填写，这样的数据可能会失去真实性。

	 在问卷发放之前，首先与被调查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经理进行沟通，因为人力资 

源管理部门掌握每个公司的员工信息。对该公司的部门构成以及什么部门的员工工作具有弹 

性，能自行进行调整，并且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办公室内工作。最后，与部门负责人进行沟 

通，有一个学术性的调查需要这部分员工进行填写，希望能获得员工的联系方式，请他们协助

完成这项研究。为保证员工填写问卷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问卷上表明数据真实性的重要意义  

并且向被调研者承诺数据的保密性。为了打消被调研者的顾虑，确保问卷中不出现涉及员工姓

名等敏感信息的问题。最后，通过问卷星平台回收，得到收集到的样本数据。根据 Tinsley 和 

Tinsley (1987) 的建议，样本数量应该是问卷题项数目的 10 倍以上，考虑回收问卷后，还需要

剔除一些无效问卷。因此，本研究获得有效样本 659 份。

	 测量工具

	 本研究均采用自我报告的量表，信度在可接受范围内。本研究采用 Doherty (1997) 开发 

的情绪易感性量表 (Cronbach’ α = 0.93)，项目是“和快乐的人相处，即使我心情不好，也会让 

我开心起来”。本研究采用 Wright et al. (2006) 的 16 个项目来评估职场孤独感，其中情感剥夺 

维度有 9 个项目 (Cronbach’ α = 0.93)，项目是“在工作压力大时，我常常感觉没有同事愿意帮 

忙”，组织成员身份缺失有 7 个项目 (Cronbach’ α = 0.91)，项目是“我的同事，没有人愿意听我 

分享自己的想法”。本研究采用 Lennox 和 Wolfe (1984) 提出的自我监控量表，其中自我呈现维 

度有 7 个项目 (Cronbach’ α = 0.92)，项目是“在社交场合中，我有能力随意的改变自己的行 

为”，表情敏感维度有 6 个项目 (Cronbach’ α = 0.92)，项目是“在社交场合中，我能敏锐的观察 

到他人的面部表情”。本研究采用 Graen 和 Uhl-Bien (1995) 的量表来评估领导成员交换  

(Cronbach’ α = 0.90)，项目是“我对我的领导有信心，即使他不在场，我也会为他做的决定进行

辩护”。本研究采用 Steel (2010) 提出的 12 项量表来评估工作拖延 (Cronbach’ α = 0.93)，项目是 

我常常超出任务时间，才能完成工作任务”。所有的量表均采用五点计分法，从 1 = 完全不同 

意到 5 = 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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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检验假设之前，本研究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来验证这些项目的可鉴别性。由于题项数 

目较多，本研究采用题项打包的方法，将情绪易感性的题项合并为维度平均值，将其他变量的

题项按照因子大小进行排列，将极大值与极小值进行合并，然后次大值与次小值进行合并，以

此类推，形成新的题项。本文形成了情绪易感性、情感剥夺、组织成员身份缺失、自我呈现、 

表情敏感、领导成员交换与工作拖延的 7 因子模型，该模型的拟合指数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χ2 (303) = 356.51, CFI = 0.99, GFI = 0.96, AGFI = 0.95, NFI = 0.97, RMSEA = 0.02, SRMR = 0.02  

(Bagozzi & Yi, 1988; Baumgartner & Homburg, 1996; Hu & Bentler, 1999)。接着，将情感剥夺与 

组织成员身份缺失两部分结合，形成一个 6 因子的测试模型 (χ2 ((309) = 1026.97, CFI = 0.95, GFI  

= 0.88, AGFI = 0.85, NFI = 0.92, RMSEA = 0.06, SRMR = 0.04)。依次加载，最后形成 1 因子模

型。模型结果显示，7 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明显优于其他测试模型。因此，本研究采用 7 因子 

模型进行分析，详情请见表 1。验证型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变量的 CR (Composite Reliability)  

均大于 0.7，AVE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ion) 均大于 0.5，且 AVE 的平方根均大于，与之有关 

的相关系数值，详情请见表 2。符合一般对收敛效度与区别效度的基本要求 (Fornell & Larcker, 

1981)。

表 1 模型比较

指标 χ2 df χ2/df GFI AGFI NFI CFI RMSEA SRMR

7 因子 356.51 303 1.17 .96 .95 .97 .99 .02 .02

6 因子 1026.97 309 3.32 .88 .85 .92 .95 .06 .04

5 因子 1753.90 314 5.59 .80 .76 .87 .89 .08 .04

4 因子 2817.50 318 8.86 .73 .68 .79 .81 .11 .07

3 因子 4475.09 321 13.94 .60 .53 .67 .69 .14 .13

2 因子 7139.25 323 22.10 .48 .39 .48 .49 .18 .18

1 因子 10297.38 324 31.78 .36 .25 .25 .25 .22 .24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相关分析

	 本研究以性别、年龄与职位作为控制变量，探讨了情绪易感性与工作拖延之间的关系  

表 2 中显示出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性。尽管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但不能看出变量与 

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需要进行回归分析，来验证变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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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性别 0.51 0.50 -

年龄 2.93 0.91 -.01 -

职位 1.49 0.76 -.06 -.01 -

情绪易感性 3.03 1.03 -.03 -.01 -.01 -.78

情感剥夺 3.12 0.99 -.04 -.01 -.05 -.17*** -.87

组织成员身份缺失 3.05 1.14 -.10* -.02 -.06 -.17*** -.67*** -.88

自我呈现 3.06 1.16 -.02 -.01 -.01 -.25*** -.14*** -.13** -.90

表情敏感 3.10 1.07 -.03 -.02 -.03 -.22*** -.12** -.13** -.68*** -.90

领导成员交换 2.86 1.00 -.02 -.02 -.04 -.09* -.06 -.01 -.11** -.06 -.87

工作拖延 3.02 0.84 -.03 -.02 -.02 -.12** -.07 -.01 -.13** -.12** -.38*** .83

注：	1. N = 659，*p<0.05，**p<0.01，***p<0.001。

	 2. 性别：0 表示男性，1 表示女性；年龄：1 表示 20 岁以下，2 表示 21-30 岁，3 表示 31-45 岁，4 表示 46-60 

	     岁，5 表示 60 岁以上；职位：1 表示普通员工，2 表示基层管理者，3 表示中层管理者，4 表示高层管理者。

	 3. 对角线的值是各变量的 AVE 平方根。

	 回归分析

	 本研究使用回归分析来检验假设，对性别、年龄与职位进行控制。本文测试了情绪易感

性对情感剥夺的影响，同时，还检验自我呈现与表情敏感在他们之间的调节作用。从模型 M2 

中可以看出，情绪易感性对情感剥夺有负向影响 (β = -0.14, p<0.001)，说明假设1获得支持。从

模型 M3 中可以看出，情感剥夺与自我呈现的交互项是显著的 (β = -0.08, p<0.05)，说明假设 5 

获得支持。从模型 M5 中可以看出，情感剥夺与表情敏感的交互项是显著的 (β = -0.08, p<0.05)  

说明假设 7 获得支持。

	 从模型 M7 中可以看出，情绪易感性与组织成员身份缺失之间的标准化 β 系数为 -0.15 

(p<0.001)，表明情绪易感性对组织成员身份缺失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假设 2 获得支持。从模

型 M8 中可以看出，情绪易感性与自我呈现的交互项标准化 β 系数为 -0.04 (p>0.05)，表明自我

呈现在情绪易感性与组织成员身份缺失之间的调节效果不显著，即假设 6 没有获得支持。从模

型 M10 中可以看出，情绪易感性与表情敏感的交互项标准化 β 系数为 -0.07 (p>0.05)，表明表情

敏感在情绪易感性与组织成员身份缺失之间的调节效果不显著，即假设 8 没有获得支持。

	 从模型 M12 中可以看出，情感剥夺与工作拖延之间的标准化 β 系数为 -0.05 (p>0.05)，表

明情感剥夺对工作拖延没有显著的影响，即假设 3 没有获得支持。从模型 M13 中可以看出，情

感剥夺与领导成员交换的交互项标准化 β 系数为 -0.1 (p<0.01)，表明领导成员交换在情感剥夺与

工作拖延之间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果，即假设 9 获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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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模型 M14 中可以看出，组织成员身份缺失与工作拖延之间的标准化 β 系数为 -0.01 

(p>0.05)，表明组织成员身份缺失对工作拖延没有显著的影响，即假设 4 没有获得支持。从模型  

M15 中可以看出，组织成员身份缺失与领导成员交换的交互项标准化 β 系数为 -0.07 (p<0.05)  

表明领导成员交换在组织成员身份缺失与工作拖延之间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果，即假设 10 获得

支持。详情见表 3。

表 3 自我呈现与表情敏感在情绪易感性与情感剥夺、组织成员身份缺失之间的调节分析

因变量
情感剥夺 组织成员身份缺失 工作拖延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M10 M11 M12 M13 M14 M15

性别 .05 .04*** .04*** .04*** .04*** .11** .10*** .10*** .10*** .10*** -.03 -.04*** -.04*** -.04*** -.04***

年龄 -.01 -.01*** -.01*** -.01*** -.01*** -.02** -.02*** -.02*** -.02*** -.02*** -.03 -.02*** -.02*** -.02*** -.02***

职位 -.06 -.05*** -.06*** -.06*** -.06*** -.07** -.07*** -.07*** -.07*** -.07*** -.02 -.01*** -.02*** -.01*** -.01***

情绪易感性 -.14*** -.14*** -.15*** -.14*** -.15*** -.15*** -.15*** -.15***

自我呈现 -.11*** -.11*** -.09*** -.10***

情绪易感性×

自我呈现
-.08*** -.04***

表情敏感 -.09*** -.10*** -.09*** -.10***

情绪易感性×

表情敏感
-.08*** -.07***

情感剥夺 -.05*** -.05*** -.15***

领导成员交换 -.38*** -.38*** -.38*** -.38***

情感剥夺×

领导成员交换
-.10***

组织成员身份缺失 -.01 -.01***

组织成员身份缺失

×领导成员交换
-.07***

R2 .01 .04*** .05*** .04*** .05*** .02** .05*** .05*** .05*** .06*** .02 .15*** .16*** .15 .15***

Adj R2 .00 .04*** .04*** .03*** .04*** .01** .05*** .05*** .05*** .05*** .00 .14*** .15*** .14 .15***

ΔR2 .01 .04*** .01*** .04*** .01*** .02** .04*** .01*** .04*** .01*** .00 .15*** .10*** .15 .01***

F 1.10 5.98*** 5.68*** 5.45*** 5.27*** 3.50** 7.32*** 6.31*** 7.35*** 6.67*** 0.40 23.02*** 20.57*** 22.62*** 19.59***

注：659, *p<0.05, **p<0.01, ***p<0.001。

	 为了更清楚的反映出调节效果，本研究作出调节效果图。从图 2 中可以看出，随着情感

感染易感性的增加，情感剥夺是逐渐降低的，而高自我呈现能力调节组的变化量明显大于低自

我呈现能力调节组，说明在自我呈现能力较强时，情绪易感性与情感剥夺之间的关系更强，所

以自我呈现能力有负向调节效果。从图 3 中可以看出，随着情感感染易感性的增加，情感剥夺

是逐渐降低的，而高对他人表情敏感调节组的变化量明显大于低对他人表情敏感调节组，说明

在对他人表情敏感较强时，情绪易感性与情感剥夺之间的关系更强，所以对他人表情敏感有负

向调节效果。从图 4 中可以看出，随着情感剥夺的增加，高领导成员交换调节组的减少量明显

大于低领导成员交换调节组，说明领导成员交换有负向调节效果。从图 5 中可以看出，随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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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成员身份缺失的增加，高领导成员交换调节组的减少量明显大于低领导成员交换调节组，说

明领导成员交换有负向调节效果。

	 	

	 图 2 自我呈现在情绪易感性与情感剥夺之	 图 3 表情敏感在情绪易感性与情感剥夺之

	 间的调节效果图	 间的调节效果图

	 	

	 图 4 领导成员交换在情感剥夺与工作拖延之	 图 5 领导成员交换在组织成员身份缺失与

	 间的调节效果图	 工作拖延之间的调节效果图

	 本研究根据分析结果，将各假设的检验情况进行汇总，得到研究结果图。详情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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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易感性 工作拖延

情感剥夺

组织成员

身份缺失

自我呈现 表情敏感 领导成员交换

-0.14***

-0.15***

-0.05

-0.01

-0.08*

-0.04

-0.08*

-0.07

-0.10**

-0.07*

图 6 研究结果

注：	1. N = 659, *p<0.05, **p<0.01, ***p<0.001。

	 2. 图上的值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3. 虚线表示没有显著的影响。

讨论

	 这项研究通过从情绪易感性角度探究对工作拖延的影响，丰富对工作拖延的研究。经过分

析，本研究发现情绪易感性高的员工不容易进行拖延，这一过程是通过情感剥夺与组织成员身

份缺失来介导的。具体而言，在组织中，员工们因为内卷，可能都会表现的很积极。然而，自 

我呈现与表情敏感高的员工在社交中会有较好的表现，容易得到大家的认可。需要强调的是  

还有一个关键的角色，如果员工与领导的关系好，员工可能会不好意思拖延。

	 本文通过研究结果发现，自我呈现、表情敏感在情绪易感性与组织成员身份缺失之间没有

调节效果。本研究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员工可能认为改善人际关系是自己的功劳，通过自身的呈现

能力与识别线索的能力获得的，所以自我呈现与表情敏感只能帮助员工改善人际关系，但不能

增加员工对组织的认同和归属感。研究还发现，情感剥夺与组织成员身份缺失对工作拖延没有

显著的影响。本研究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受到个人特征的影响，例如某些员工是独立的性格，自

身没有拖延的习惯，即使是感受到情感剥夺与组织成员身份缺失，员工也可能不会进行拖延。

	 在过去的研究中，工作拖延常常是被研究者探讨的话题 (Metin et al., 2019; Steel, 2010)。例

如 Feyzi Behnagh 和 Ferrari (2022) 提出与本文相同的观点，发现情绪对工作拖延来讲，是一种关

键性的预测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人际关系质量的好坏是搭建他们联系的桥梁，例如 Borawski  

et al. (2021) 发现，情绪易感性可以预测员工的职场孤独感，这与本研究的观点相同。与之不同

的是，本研究没有过度关注情绪的类别（积极或消极），但对职场孤独感的划分更加细致，增加

研究的深度。此外，领导成员交换通过获得资源，有助于缓解员工的工作拖延，例如 De Cler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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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22) 在探讨任人唯亲对拖延的影响中，认为领导成员交换被视为合适的干扰因素，这与

本研究的观点相同。

总结与建议

	 总结

	 本研究从资源保存的角度，清晰的表达出情绪易感性对工作拖延的影响过程，帮助大家

更好的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这一过程是通过职场孤独感（情感剥夺、组织成员身

份缺失）来产生的。不仅如此，在这个影响的过程中，自我监控（自我呈现、表情敏感）进一

步强化对情感剥夺的影响，间接减少工作拖延。而领导成员交换却弱化对工作拖延的影响，最

终降低工作拖延。从理论方面来讲，本研究从情绪易感性的角度发掘对工作拖延的影响，丰富

对工作拖延的探讨。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其他角度探讨工作拖延产生的根本来源。本研究从资源

保存的角度，探讨情绪易感性对工作拖延的影响，这一过程是通过情感剥夺与组织成员身份缺

失来实现的。从实务方面来讲，本研究建议管理者可以多关注员工的情绪易感性与自我监控 

情感剥夺、组织成员身份缺失）的能力，帮助员工培养人际关系，还需要强化领导成员交换关

系，有助于缓解工作拖延的发生。

	 局限

	 本研究有一些值得考虑的不足之处。第一，从情绪方面探讨对工作拖延的影响，但只从

情绪易感性这一个方面进行研究。虽然在研究中不太可能考虑到所有的因素，但是可以从多个

方面进行尝试。第二，由于资源的限制性，本研究在同一时间段内收集样本，可能会使变量的

因果关系发生变化，会有一定的误差。同时，在样本的选择方面与自身资源有关，可能会带来

一些误差。例如不同学者进行研究，调查的样本不同，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误差。第三，本研

究只考虑到情感剥夺与组织成员身份缺失这两个内在因素，可能忽略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

外部因素的影响。第四，对变量的测量有许多工具，而本研究选择与本研究内容相关测量工作

而忽略其他测量工具可能带来的误差。例如领导成员交换的测量工具有很多种，本研究选择经

常使用的测量工具，而忽略最新的测量工具。由于测量工具题项与内容的不同，因此在数据分

析时，有可能会产生误差，影响研究结果。

	 建议

	 在未来的研究中，希望可以从其他情绪方面对工作拖延进行探讨，丰富对工作拖延的研

究。例如探讨情绪一致性 (Emotional Consistency)、焦虑 (Anxiety)、抑郁 (Depression) 等对工

作拖延的影响。其次，可以采用他人评价的方式来获得资料，研究的结果会更有说服力。同时  

在收集资料时，可以分两次或三次收集数据，使研究更加严谨。在探讨对工作拖延的研究时  

可以考虑一些外部因素，比如工作特征 (Work Characteristics)、组织氛围 (Organizational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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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然后，本研究的部分假设没有获得支持，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重新调查其他行业、样本  

再次检验情感剥夺与组织缺失单独对工作拖延的影响。再者，本研究只探讨在办公室工作的员

工，未来可以探讨在外面工作的员工，或其他工作特性的员工。最后，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

采用其他测量工具，再次验证情绪易感性对工作拖延的影响，增加本研究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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